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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教育公平与生育率选择的关系。政

府采取的教育公平化政策包括降低私人教育投入对子女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以

及提供公共教育。本文研究发现，教育公平化措施会提高私人教育投入的临界

收入，促使更多中等收入家庭减少甚至放弃私人教育，转为依赖公共资源完成

子女教育，而高收入家庭仍然投入私人教育。对于依赖公共教育的家庭，政府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将会促使这些家庭提高生育率，但对于仍然提供私人教育的

家庭，教育公平化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是线性的，教育公平化政策降低教育

成本所产生的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可能会被后代人力资本减少带来的抑制作用

抵消，并且家庭收入越高，后代人力资本减少越多，生育率越受到抑制；反之

家庭收入越低，生育率越受到促进。因此，教育公平化政策将提高中等收入家

庭生育率，但不必然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生育率。本文采用1998-2019年中国省级

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与模型预测一致的结论，公共教育对经济发达的东部省

市生育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对西部和中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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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一、 引言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低于国际社会通常

认为的 1.5 的警戒线。而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 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

平，即人口数量在代际保持稳定。低生育率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了广泛担忧：极低生育率将

导致未来劳动力缺失、养老金短缺、老年危机、经济低增长等长期问题；而短期内，低生

育率引发的养老金短缺预期则会作用于当下年轻人的经济活动，例如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本来可能创业的年轻人扎堆考公务员，争抢确定性收入，形成了现在流行的“躺平”。为

了提高生育率，中国于 2015年实行了“全面二胎政策”，2021年又进一步实行了“三胎政

策”，但放开生育政策的效果远不及预估，且后继乏力。生育率的选择既受到政策的影响，

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很多方面的影响。显然，在当下的中国，后者正在发挥主要作用。

在个人和家庭仍然保持生育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生育率，成为需要研究

的重要问题。 

在关于生育影响因素的讨论中，教育不公平问题被反复讨论。首先，教育资源在地区

之间不平衡，北京、上海等地区教育条件远胜于其它省市，就业市场出现“户口溢价”，

年轻人需要在户口和工资之间进行两难抉择。其次，教育在学校之间不平衡，高价学区房

成为家长的一大困扰。韩璇等（2020）研究发现，北京市前 59 所优质小学学区房的平均教

育溢价约为 11%，且这一溢价逐年增长,2013-2016 年间累积上涨超过 50%。同一时段，北

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33%。房价不仅高，且增速远超工资增速。拥学区房的家庭子女天

然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往往无力购买学区房，他们将面临子



 

  

女教育资源天然落后的问题，进而降低子女成才的概率预期，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第三，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家长还要让子女参加校外培训，为此投入大量的金钱和和时间，不

仅自身生活质量下降，更没有多余的能力养育更多子女。可以看出，教育不公平问题已经

从多方面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能力。 

针对教育不公问题，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 2021 年，北京市西城区试点多校

划片政策，要求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后，西城区购房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子女

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

学。虽然大原则仍然是就近入学，学区房仍然是获取好学位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多校划

片对教育公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这意味着学区房不再 100%确保子女可以入学名校，

同时周边的非学区房也有机会抽到名校学位。第二，学位预期被打破后，学区房溢价将受

到一定打击，有利于降低教育成本预期。另外，“双减政策”也陆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

等地区试点，包括教师轮岗制，取消重点班和实验班，打击校外培训等，都意在推进教育

公平，减少私人支出对后代教育的影响，将更多孩子拉回同一起跑线。总而言之，教育公

平措施已经陆续实行，但这些政策是否能有效提高人们的生育率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教育公平化措施如何影响个人

的生育率选择。研究发现，教育公平化对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教育公平化措施通

过提高私人教育所需的收入临界值，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放弃私人教育投入，此时政府

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可以促使家庭提高生育率。但对于仍然投入私人教育的家庭，教育公平

措施在教育成本和后代人力资本两个渠道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教育公平对极高收入

人群的生育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它因素的具体情况，高收入人群的生育选择还会受到自

身的利他心理、孩子的天赋和孝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亮点和意义在于，首先，目前针对教育公平措施对生育率的影响的研究较

少，本文填补了这一空白。第二，本文在一个存在家庭收入差异的经济中，论证了教育公

平对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生育率选择的不同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三部分建立基本模型

框架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进行总结。 

二、 文献综述 

内生人口增长理论最先开始于 Becker(1960)。Becker(1960)认为，生育率是个人最大化

效用的选择结果，个人不仅选择生育数量，还会选择生育质量（后代人力资本）。用于提



 

  

高生育质量的投入增加了生育的边际成本，而生育率的提高也会提高质量投入的成本。因

此，生育率的选择存在数量和质量的替代效应。Becker and Lewis(1973)首次提出替代效应，

表示如果后代质量比数量对家庭收入更敏感，即弹性更大，则随着收入提高，家庭更倾向

于用质量代替数量。Becker and Tomes(1986)则在原来的模型中引入了禀赋和公共教育，他

们提出，如果能力可以通过遗传和言传身教在代际传递，或者政府提供公共教育，那么即

使家庭不投入私人教育，后代也能积累人力资本。 

以上分析主要局限在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Becker and Barro(1988)将内生人口增长

理论应用到了宏观经济研究的框架中。他们在父母的福利函数中纳入了子女的福利函数，

从而引入了利他主义，建立了包含情感价值的效用函数，分析了各种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

响，例如生育成本、利率、技术进步、时间偏好、社会保障和税收体系等(Becker and Barro，

1988)。随后，许多学者沿着他们所建立的框架，针对各种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展开研究。 

2.1 技术进步 

Lucas(2002)提出，技术进步使得人力资本的边际回报上升，造成生育成本上升，从而

导致生育率下降。Galor and  Weil(2000)针对女性劳动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女性劳动参与

率上升会提高生育机会成本，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但他们没有考虑家庭不生育的情形。

Aaronson et al.(2014) 从女性受教育提高生育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并

引入了家庭不生育的选项。Diebolt and Perrin(2013)认为，女性地位提高和技术进步共同导

致生育率降低。Hazan and Berdugo(2002)和 Croix and Doepke(2003)认为，禁用童工的规定

降低了后代的人力资本预期，增加了生育成本，从而降低生育率。综上，这些研究通过价

格效应发现了生育质量和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 

2.2 收入不平等 

家庭收入的不同将导致生育率选择的决定因素存在差异。Croix and Doepke(2003)认为，

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的相对成本较低，而教育投入相对成本较高，而这使得经济中存在一个

收入的临界点，收入低于临界点的家庭不会投入教育，而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时，低收

入家庭的人力资本增长缓慢，阶级固化加剧，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 

2.3 公共教育 

Croix and Doepke(2003)讨论了彻底的公共教育情形，结合收入不平等和生育率的关系，

发现公共教育可以帮助低收入家庭积累人力资本，同时降低高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速

度。因此，公共教育可以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降低高低收入人群的生育率差异，带来的

更快的经济增长。Fan and Zhang(2013)提出，低收入家庭有较高的生育率和较低的教育投



 

  

入，公共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差异，提高代际人力资本的流动性。Li et al.(2008)研究发现，

我国家庭生育行为的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显著，并且在农村地区特别明显。Rosenzweig 

and Zhang(2009)发现，中国家庭如果多生一个小孩，就会降低所有小孩的学习成绩，以及

他们进入大学的可能性和健康程度。Liu(2014)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外生变化检验发现，生

育率对小孩身高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 理论模型与分析 

我们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用一个人来代表一个家庭单位。我们假设一个人可以

生存三期：幼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t-1 期表示青少年期，个人在这一阶段受到抚养和教

育，形成人力资本𝜋𝑡。t 期表示成年期，个人获得劳动收入𝜔𝑡𝜋𝑡,其中𝜔𝑡为每单位人力资本

对应的货币工资比率，本文假设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将𝜔𝑡标准化为 1，则劳动收入

取决于人力资本𝜋𝑡。t+1 期表示老年期，个人不再有劳动收入。 

在成年期，个人选择养育𝑛𝑡个子女，每个子女养育成本为𝑝𝑡
𝑛；为每个子女投入私人教

育（如进行校外培训、购买学区房以获取更好的公共教育等），私人教育投入为𝑒𝑡,私人教

育的价格为𝑝𝑡
𝑒。同时个人收入的𝜓𝑡

𝑠用于赡养老人，𝜓𝑡
𝑝
用于缴纳社会保险，𝜓𝑡

𝑖用于缴纳所得

税。个人的剩余收入用于当期消费𝑐𝑡和储蓄𝑠𝑡。于是，成年期的预算约束为： 

𝑐𝑡 + 𝑠𝑡 + 𝑝𝑡
𝑛𝑛𝑡 + 𝑝𝑡

𝑒𝑒𝑡𝑛𝑡 = 𝜋𝑡(1 − 𝜓𝑡
𝑠 −𝜓𝑡

𝑝
− 𝜓𝑡

𝑖) (1) 

由于生育率𝑛𝑡和私人教育投入𝑒𝑡非负，个人还有约束： 

(𝑛𝑡, 𝑒𝑡) ≥ 0 (2) 

在成年期，其子女接受教育并形成下一期的人力资本𝜋𝑡+1。人力资本形式为： 

𝜋𝑡+1 = 𝜆𝑡+1(𝑔𝑡 + 𝜃𝑒𝑡)
𝜌，0 < 𝜌 < 1，0 ≤ 𝜃 ≤ 1 (3) 

在（3）式中，𝜆𝑡+1 > 0是天赋，𝜌衡量了教育质量，表示教育对形成人力资本的贡

献。子女接受的教育包括社会提供的一般的公共教育𝑔𝑡和父母提供的私人教育𝑒𝑡。当政府

采取教育公平化措施时，私人教育不能完全转化为有效教育投入，例如多校划片下，即使

家长高价买入学区房，分到名校和普通学校的概率，也会跟周边非学区房的家庭一样。因

此，私人教育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记损失的效率为 1-𝜃，私人教育投入转化为有效教育

的比率越低，即𝜃越小，家长越难以通过私人教育让子女“赢在起跑线”，说明教育公平

的程度越高。 

 进入老年期后，个人停止工作，收入来源分为三部分：储蓄回报𝑟𝑡+1𝑠𝑡、社保养老

金𝑟𝑡+1
𝑝
𝜋𝑡以及子女的赡养费𝜓𝑡+1

𝑠 𝜋𝑡+1𝑛𝑡。其中𝑟𝑡+1为利率，𝑟𝑡+1
𝑝

为养老金和成年时收入的比

例，𝜓𝑡+1
𝑠 为子女赡养费占子女收入的比例。我们假设老年人的收入全部用于自己消费，不



 

  

留遗产。从而老年期的预算约束为： 

𝑑𝑡+1 = 𝑟𝑡+1𝑠𝑡 + 𝑟𝑡+1
𝑝
𝜋𝑡 + 𝜓𝑡+1

𝑠 𝜋𝑡+1𝑛𝑡 (4) 

我们假设个人一生效用函数为： 

𝑙𝑛𝑐𝑡 + 𝛽𝑙𝑛𝑑𝑡+1 + 𝛾𝑙𝑛𝑛𝑡𝜋𝑡+1 (5) 

其中，𝛽是老年人的存活概率，满足0 < 𝛽 < 1。𝛾是子女的收入带来的效用，反映父

母对子女的关心情况（简称利他性）。Hoffman et al. (2011)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收入增加会

提高父母的效用，即利他性是正的，满足𝛾 > 0。 

个人通过选择消费𝑐𝑡和𝑑𝑡+1、储蓄𝑠𝑡、生育率𝑛𝑡和私人教育投入𝑒𝑡来最大化效用函数。

通过对𝑠𝑡求一阶最优条件，解得： 

𝑑𝑡+1 = 𝛽𝑟𝑡+1𝑐𝑡 (6) 

将（6）式代入（5）式，并去除常数项，得到简化后的效用函数： 

𝑈𝑡 = (1 + 𝛽)𝑙𝑛𝑐𝑡 + 𝛾𝑙𝑛𝑛𝑡𝜋𝑡+1 (7) 

再通过（1）式和（4）式，得到预算约束： 

(1 + 𝛽)𝑐𝑡 + (𝑝𝑡
𝑛 + 𝑝𝑡

𝑒𝑒𝑡 −
𝜓𝑡+1
𝑠 𝜋𝑡+1
𝑟𝑡+1

)𝑛𝑡 = 𝜋𝑡(1 − 𝜓𝑡
𝑖 +

𝑟𝑡+1
𝑝

𝑟𝑡+1
𝜓𝑡
𝑝
) (8) 

设1 − 𝜓𝑡
𝑖 +

𝑟𝑡+1
𝑝

𝑟𝑡+1
𝜓𝑡
𝑝
为𝑘𝑡,通过求解𝑒𝑡的一阶最优条件可得： 

𝑒𝑡 =

{
 
 

 
 𝜌

1 − 𝜌
(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 ,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0,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9) 

我们假设：𝑝𝑡
𝑛 = 𝜑𝑛𝜋𝑡,𝑝𝑡

𝑒 = 𝜑𝑒�̅�𝑡,其中0 < 𝜑𝑛 < 1，0 < 𝜑𝑒 < 1表示生育成本和个人收

入𝜋𝑡有关，教育成本和社会平均收入�̅�𝑡有关。则由（9）式可知，家庭是否投入教育取决于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和

𝑔𝑡

𝜌𝜃
的大小关系，存在个人收入的临界值�̃�𝑡 =

𝑔𝑡𝜑
𝑒

𝜌𝜃𝜑𝑛
�̅�𝑡满足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临界值随着公共教育

投入的增加而提高，随着教育公平程度提高而提高，随着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下降。只有当

个人收入𝜋𝑡超过临界值�̃�𝑡时，家庭才会投入私人教育，否则将完全依赖公共教育。 

𝑈𝑡关于𝑛𝑡求一阶导数得： 

𝜕𝑈𝑡
𝜕𝑛𝑡

=
𝛾

𝑛𝑡
−
1

𝑐𝑡
(𝑝𝑡

𝑛 + 𝑝𝑡
𝑒𝑒𝑡 −

𝜓𝑡+1
𝑠 𝜋𝑡+1
𝑟𝑡+1

) (10) 

如果𝑝𝑡
𝑛 + 𝑝𝑡

𝑒𝑒𝑡 −
𝜓𝑡+1
𝑠 𝜋𝑡+1

𝑟𝑡+1
< 0,说明生育和教育成本小于子女赡养费现值，养育子女

“有利可图”，那么生育数量将“多多益善”。由于存在生理限制，我们假设个人一生的

生育率上限为�̃�𝑡，这种情况下生育率会达到生育上限。只有当生育和教育成本大于子女赡

养费现值时，个人才会控制生育数量。但私人教育的增加同时会增加教育成本和子女的人



 

  

力资本，对生育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生育率。 

情况 1:个人收入不超过临界值,生育成本不超过子女赡养费的现值，即： 

𝜋𝑡 ≤
𝑔𝑡𝜑

𝑒

𝜌𝜃𝜑𝑛
�̅�𝑡，𝑝𝑡

𝑛 ≤
𝜓𝑡+1
𝑠 𝜆𝑡+1𝑔𝑡

𝜌

𝑟𝑡+1
 (11) 

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教育投入为𝑒𝑡 = 0，，子女教育完全依赖于社会提供的公共教育，

同时生育率达到生育上限�̃�𝑡。个人采取多生和“放养”的模式实现效用最大化。若要将更

多的家庭纳入情况 1，需要同时提高教育公平程度和公共教育投入。 

情况 2:个人收入不超过临界值,生育成本大于子女赡养费的现值，即： 

𝜋𝑡 ≤
𝑔𝑡𝜑

𝑒

𝜌𝜃𝜑𝑛
�̅�𝑡，𝑝𝑡

𝑛 >
𝜓𝑡+1
𝑠 𝜆𝑡+1𝑔𝑡

𝜌

𝑟𝑡+1
 (12) 

这种情况下，个人为子女投入的私人教育𝑒𝑡 = 0，同时控制生育率，此时最优生育率

为： 

𝑛𝑡 =
𝛾𝜋𝑡𝑘𝑡

(1 + 𝛽 + 𝛾) [𝑝𝑡
𝑛 −

𝜓𝑡+1
𝑠 𝜆𝑡+1𝑔𝑡𝜌

𝑟𝑡+1
]

 
(13) 

教育公平程度提高会提高私人教育所需要的收入临界值，从而更多的家庭可能放弃投

入私人教育，转为依赖公共教育形成子女的人力资本。这种情况下，公共教育投入增加有

利于提高生育率，直到生育率达到上限。 

情况 3:个人收入超过临界值,生育成本不超过赡养所得的现值，即： 

𝜋𝑡 >
𝑔𝑡𝜑

𝑒

𝜌𝜃𝜑𝑛
�̅�𝑡，𝑝𝑡

𝑛 ≤ 𝑝𝑡
𝑒 𝑔𝑡

𝜃
+
(1−𝜌)𝜓𝑡+1

𝑠 𝜆𝑡+1

𝑟𝑡+1
(𝑔𝑡 +

𝜌

1−𝜌
(
𝜃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
))

𝜌

 (14) 

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教育投入𝑒𝑡 =
𝜌

1−𝜌
(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说明个人收入超过私人教育所需收

入临界值，但由于子女的天赋𝜆𝑡+1较高或者特别孝顺（𝜓𝑡+1
𝑠 较高）等其它原因，使得生育

和教育子女的收益大于成本，个人也会“多生优育”，达到生育率上限。 

情况 4:个人收入超过临界值,生育成本大于赡养所得的现值，即： 

𝜋𝑡 >
𝑔𝑡𝜑

𝑒

𝜌𝜃𝜑𝑛
�̅�𝑡，𝑝𝑡

𝑛 > 𝑝𝑡
𝑒 𝑔𝑡

𝜃
+
(1−𝜌)𝜓𝑡+1

𝑠 𝜆𝑡+1

𝑟𝑡+1
(𝑔𝑡 +

𝜌

1−𝜌
(
𝜃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
))

𝜌

 (15) 

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教育投入𝑒𝑡 =
𝜌

1−𝜌
(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但由于收入较高，对应的生育成本

也较高，个人会控制生育率，此时最优生育率为： 

𝑛𝑡 =
𝛾𝜋𝑡𝑘𝑡(1 − 𝜌)

(1 + 𝛽 + 𝛾) {𝑝𝑡
𝑛 − 𝑝𝑡

𝑒 𝑔𝑡
𝜃 −

(1 − 𝜌)𝜓𝑡+1
𝑠 𝜆𝑡+1

𝑟𝑡+1
[𝑔𝑡 + 𝜃

𝜌
1 − 𝜌 (

𝑝𝑡
𝑛

𝑝𝑡
𝑒 −

𝑔𝑡
𝜌𝜃)]

𝜌

}

 
(16) 

由（16）式可见，对于高收入人群，教育公平化措施同时通过教育成本和子女人力资



 

  

本两个渠道发挥了作用。一方面，教育公平程度提高，个人为子女投入的私人教育减少，

降低了教育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总投入的降低，子女形成的下一期人力资本降低，

导致子女赡养费减少。因此，教育公平化措施对于高收入人群的生育率选择的影响取决于

其它参数的取值。 

综上，教育公平的措施通过提高私人教育所需的收入临界值，让更多的中等收入或低

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放弃利用私人教育投入为子女实现“先发优势”的想法，转为统一的公

共教育，大大降低教育成本，从而促进生育。但教育公平措施不必然提高极高收入人群的

生育率，他们的生育选择更多受到自身的利他心理、孩子的天赋和孝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四、实证检验 

我们采用 1998-2019 年的 Csmar 区域经济面板数据进行简单的实证检验。由于私人教

育投入形成有效教育的效率𝜃较难获得经验数据，因此在实证部分只考虑公共教育支出和

私人教育支出对生育率的作用。本文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𝑏𝑖𝑟𝑡ℎ𝑖𝑡  = 𝛼 + 𝛽1𝑔𝑖𝑡 + 𝛽2𝑒𝑖𝑡 + 𝛽3𝑔𝑑𝑝𝑖𝑡 + 𝜀𝑖𝑡 

其中，下表 i、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主要变量定义如下： 

表 4.1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变量含义 计算方式 

𝑏𝑖𝑟𝑡ℎ 总和生育率 （当年出生人口／15 岁以上女性人口）*100 

解释变量   

𝑔 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对数 Ln(财政教育支出／地区人口总数) 

𝑒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

全年教育支出对数 

统计年鉴直接获得数据后取对数 

控制变量   

𝑔𝑑𝑝 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Ln(地区生产总值) 

控制变量还包括年份虚拟变量 i.year，不在变量定义中赘述。 

剔除 2000年、2010年和 2015 年由于人口普查产生数据缺失值的样本,2005年出现异常

值的样本后，我们得到了内地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1998-2019 期间 17 年的 545 个数

据。样本中𝑒𝑖𝑡仍有部分缺失，描述统计表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描述统计 
   Mean   Median   Std. Dev.   min   max   N 

𝑏𝑖𝑟𝑡ℎ 3.338 3.301 1.046 1.130 7.225 545 

𝑔 6.484 6.675 1.154 4.041 8.923 545 

𝑒 6.165 6.165 0.413 5.017 7.195 364 

𝑔𝑑𝑝 8.848 8.957 1.303 4.513 11.587 545 

从表 4.2 可以发现，生育率变化很大，通过分年度和省份对生育率进行进一步描述统

计，可以发现生育率差异主要发生在不同省份之间，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年份表现相对稳定。



 

  

直观上可以发现，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主要是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

部地区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最低总和生育率已经掉落到 1.216和 1.130，低于国际警戒线 1.5。

而生育率较高的西藏、青海等省份，最低总和生育率都超过了 4，比北京上海的最高生育

率还高。 



 

  

表 4.3 生育率分省份描述统计 

省份 mean Median   sd  min  max  N 

西藏自治区 5.035 4.890 0.769 4.233 7.225 18 

青海省 4.646 4.475 0.563 4.106 5.922 18 

贵州省 4.633 4.297 0.785 4.008 6.553 18 

新疆维吾自治区 4.601 4.684 0.681 2.748 5.688 18 

海南省 4.470 4.413 0.339 4.094 5.373 18 

宁夏回族自治区 4.385 4.254 0.402 3.859 5.229 18 

云南省 4.269 3.977 0.645 3.717 5.560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 4.232 4.280 0.358 3.555 4.874 18 

江西省 4.104 4.100 0.273 3.600 4.680 18 

广东省 3.694 3.624 0.448 3.140 4.541 18 

甘肃省 3.657 3.596 0.341 3.291 4.538 18 

安徽省 3.639 3.665 0.390 2.955 4.286 18 

湖南省 3.504 3.391 0.392 3.007 4.063 18 

河南省 3.496 3.531 0.333 3.029 3.963 18 

河北省 3.470 3.494 0.336 2.907 3.955 18 

福建省 3.460 3.201 0.515 2.918 4.492 18 

山东省 3.386 3.096 0.741 2.785 5.147 18 

山西省 3.284 3.134 0.479 2.794 4.553 18 

陕西省 2.952 2.901 0.300 2.662 3.772 18 

重庆市 2.899 2.901 0.335 2.373 3.410 18 

四川省 2.876 2.913 0.430 2.305 3.737 18 

湖北省 2.862 2.988 0.546 2.142 3.693 18 

内蒙古自治区 2.678 2.592 0.387 2.337 3.778 18 

浙江省 2.576 2.638 0.122 2.430 2.709 5 

江苏省 2.482 2.544 0.202 2.155 2.744 18 

天津市 2.080 2.149 0.231 1.654 2.436 18 

北京市 1.997 2.105 0.468 1.216 2.640 18 

黑龙江省 1.987 1.923 0.358 1.634 2.969 18 

吉林省 1.909 1.812 0.379 1.513 2.948 18 

上海市 1.849 2.039 0.499 1.130 2.604 18 

辽宁省 1.800 1.728 0.344 1.513 2.760 18 

主回归结果如表 4.4的（1）、（2）式所示。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公共教育支出对生育

率的影响显著为负，私人教育支出对生育率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地区收入和生育率差异

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做法，将各省市分为东、中、西部1，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高收入

家庭较多，西部地区经济较不发达，中低收入家庭较多，中部则处于两者。分地区回归，

我们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4.4 的（3）-（8）式所示。可以看出，在高收入家庭较多的东部地

                                                           
1 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

10 个省（市）；中部地区：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6 个省；西部地区：内

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 个省（区、市）；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省，3 个省。因此在分地区回归时不包括东北地区。 

 



 

  

区，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都不能显著提高生育率，但在中等收入家庭较多的中部地区，公

共教育支出可以显著提高生育率，而私人教育支出会显著降低生育率。这和我们的模型分

析是一致的，即教育公平化措施，如增加公共教育投入，主要通过让更多中等收入人群降

低私人教育投入，从而降低教育成本，进而鼓励生育。在低收入家庭较多的地区，本身私

人教育投入不高，主要依赖公共教育，实证结果显示的私人教育支出对生育率的影响不显

著，公共教育支出可以显著提高生育率，这和我们的模型预测也一致。 

表 4.4 实证回归结果 

𝑏𝑖𝑟𝑡ℎ 整体 西部 中部 东部 

 (1) (2) (3) (4) (5) (6) (7) (8) 

g -0.552***  0.653*  1.578***  -0.308  

 (-4.063)  (2.281)  (4.488)  (-1.481)  

e  0.214  -0.035  -0.476*  0.503 

  (1.681)  (-0.164)  (-2.497)  (1.900) 

gdp 0.352* -0.264 -0.018 0.490 -0.635* -0.625* 0.012 -0.280 

 (2.040) (-1.197) (-0.049) (0.983) (-2.342) (-2.289) (0.035) (-0.735) 

_cons 3.885*** 4.696** 2.233 1.936 2.153 11.489*** 4.479 2.353 

 (3.597) (2.865) (1.077) (0.661) (1.098) (5.692) (1.801) (0.720) 

N 545 364 180 119 144 96 167 113 

adj. R-sq 0.294 0.385 0.550 0.667 0.507 0.614 0.336 0.188 

 



 

  

五、结论 

当前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已经显现，引发了强烈的“未富先老”的担忧。舆论普遍反映

教育成本过高是生育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践中也开始试点教育公平措施，但目前学

界关教育公平和生育率的研究还较少，因此，研究维护教育公平的政策是否能促进生育率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对理解当前中国人口经济环境，推动人口增长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在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同时生育率具有绝对差异。如果不能有效维护教育公平，人

力资本的积累不平衡将加剧，高昂的教育成本和低效的教育回报将继续抑制年轻人的生育

选择。长期以往，国家将不免走入低欲望、低消费的老龄化社会。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力

度保护教育公平，打破地区教育垄断，推动教育资源向教育欠发达地区倾斜；增加公共教

育服务，遏制私人教育对有效教育的转化，让更多家庭进入依赖公共教育的区间，实现代

际流动；教育不公平实质上是收入差距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提高生育率，不仅要维护教育

公平，更要推行收入公平，不能让后代失去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机会。 

本文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第一，私人教育对有效教育的转化效率在实证中仍然

难以衡量，需要找到合适的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第二，本文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和父母的教

育水平的影响。随着技术进步和父母教育水平提高，生育观念也将发生变化，这一机制仍

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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